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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日治時代後藤新平的實業政策──手工教育的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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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tō Shinpei’s Industrial Policy in Taiwan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The Start of 

the Handicraft Education / Yang, Meng-che 

 

摘要 

日本自明治維新以後，大量派遣學者專家遠渡重洋學習西洋文化、科技及

實用主義回日本，展開日本近代化的第一步。西化過程中，日本學習西方美術教

育制度，將圖畫及手工教育應用在日本的國家教育中，統治台灣後，也運用於殖

民地台灣的教育學制中。日本一方面以武力來鎮壓台灣的反日志士，一方面卻也

教化台民，其中以伊澤修二的「有用學術論」，啟動了台灣初期美術教育的發展，

對於台灣美術近代化的貢獻影響甚鉅。無論是日本皇太子來台訪問時所舉辦的教

育品展覽會，或是台灣勸業博覽會、學校美術教育展覽會等，對台灣殖民地來說，

是殖民文化下的特殊活動，與歐美統治亞洲殖民地有著相當不同的政策。      

1898 年，後藤新平擔任台灣民政局長，以利益主義為施政重點，一方面宣

布統治無方針論，迴避直接宣布同化政策；另一方面，限制殖民地人民接受高等

教育，因其施政重點在於對殖民地的產業開發以及人力資源的整合，所以台灣教

育政策是以殖民產業中的手工教育為發展重點。本文主要在探討後藤新平以利益

主義為主軸所推展的台灣手工教育之現象，並論及山本鼎來台之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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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後藤新平的教育政策 

日本統治台灣之初，因對台灣民情、風俗、氣候和環境不夠了解與及政治立

場的不同，所引發台灣人民激烈的抗日行動，遠遠超越了清朝甲午戰爭。從台灣

民主國軍開始（1895 年）至噍吧哖事件（1915 年），才結束長達 20 多年對日本

的抗爭，而留下台灣人抗日的壯烈史篇，也讓日人治台之初吃盡苦頭，鑑此為鞏

固殖民政權與資源的利用，日本當局更加用心收集相關台灣人文、自然……等資

料，嘗試由各種角度研究台灣，亦花上許多時間研討統治政策的難題，即便如此，

日本對台灣的統治初期仍施以征服壓制的手段，楊碧川《簡明臺灣史》云： 

日本統治台灣最初的 2年半（1895 年 5月～1898年 2 月），共歷任 3位總

督（樺山資紀、桂太郎、乃木希典）。表面上由軍政轉變為民政，但實際

上，3位總督為鎮壓武裝的台灣人民，用掉了龐大的行政經費（資本支出

及相關計畫費用約占 90％，其他 10％）。日本國庫補給的 16,000,000日元，

都用在征服台灣和鎮壓「土匪」以建立威信。1 

由此敘述可以了解日本治台初期仍以武力征服為主，直至第 4 任總督兒玉、

後藤時期（1898 年～1906 年），日本對台灣的統治方式才出現了顯著的變化，此

時期主要統治策略為：第一掃蕩土匪、第二財政獨立、第三理蕃政策，除以武力

征服外，也企圖藉此漸進地達到其統治目的。2 

在殖民過程中教育是達成統治的重要政策之一，日本治台雖然引進新式教

育，讓台灣人民接觸到漢文化以外的新知識，但事實上，日本對於台灣的殖民教

育是採以一種不平等的教育方針。當時殖民教育採取的是「教育應加以考究探索」

之原則來進行的，即內地人之教育應適其所需，設置初等及中等教育機構，乃至

於專門及高等教育。而台灣人及生蕃人的教育，則以普及國語、培養國民習性為

主，致力於推展初等教育，並投注心力於國語訓練計畫、中等教育和職業教育，

此方針是大正八年以來日本對台灣人新教育令頒佈之前的教育政策之依據。3日

人為限制台灣人智育啟發，以順利進行統治管理，故只著重於推展初等教育，而

忽視高等教育，另一方面為了殖民利益，而推行職業教育。這種以勞動為主，強

調效忠日本帝國的職業教育（非腦力智商的啟發），實可稱之為愚民實業教育。 

在兒玉、後藤體制下 9 年間對台灣的統治，除了利用鴉片增加財政收入，4對

                                                 
1
 楊碧川 ，《簡明台灣史》，第一出版社，1987 年，頁 220。 

2
 吉野秀公，《台灣教育史》，台灣日日新報，1927 年，頁 114。 

3
 吉野秀公，《台灣教育史》，台灣日日新報，1927 年，頁 115。 

4兒玉、後藤時期，被評價為統治台灣最為成功的時期，同時也創造了統治台灣時期財政收入的
奇蹟。當時為填補台灣總督府的財政漏洞，利用買賣鴉片充裕國庫。值得一提的是在兒玉、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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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殖民地教育問題，後藤新平以其特有的手段和方法推行，後藤新平於 1903 年

（明治三十六年）11 月 10 日對台灣人民的教育方針下了直接性之訓示： 

諸位似欲於公學校培養學者，如此則失去公學校設立最大目的，或許是本

人錯誤也未嘗不知，若是錯聽訛誤則實為有幸，似又聽聞若干以實業補習

學校設置之意見，而未竟公學校執行之事，若真如此則是實業學校則無需

公學校之言論，本人認為此言也，實業補習學校是絕對必要。5 

此時期的教育政策對往後台灣文化教育產生了重大的作用和影響，甚至成為台灣

實業教育之先驅。 

然而在日本殖民台灣的官僚體系中並非全是無理想主義者，仍有部分日本教

育者持著高度熱忱，如時任教務科長的木村匡6，在職期間曾主張設立高等學府

（大學），但並未得到後藤的支持，而當時在台灣小公學校校長會議也曾多次提

議增設台灣師範學校以及高等學府，讓台人享有較高的教育機會。而後藤則認

為，島民的教育只限於初等教育的水準，何須高等學府。後藤總是獨排眾議，為

日本帝國主義殖民政策背書，基本上後藤是以美國名著《世界政策》一書所闡述

的國民帝國主義為參考準則，發展其國家力量與擴張殖民利益。而所謂國民帝國

主義，是以國民的國家為基礎，與其國民之政治團體相抗衡，因而使其發展國家

力量，以今日一般狀態而言，其勢力與其說是吞併土地，毋寧是為藉由商業擴張

而擴大利益。7 

日本在明治維新後，在經濟上採行了資本主義體制，而產業上則開始施行近

代工業生產。但是，當時的日本國是落後國家，在政治、經濟、產業上都無法與

歐洲先進國家相提並論，因而採行得以發展產業政策、充實經濟之殖產興業政

策。8為發展日本本國的經濟而開始推動振興產業，對於台灣或東亞各殖民地區，

是採取同樣手法，因此，在明治時代日本對台灣人施行義務教育根本是不可能的

事。而實業教育在總督府的教育方針下得以大力發展，後藤新平便成為實業教育

                                                                                                                                            
藤時代，台灣總督府的鴉片收入，由最初的年收 164 萬日元，到多年後年收 443 萬日元，幾乎
占了經常性年收的 15%至 30％。參見黃昭堂 ，《台灣總督府》，教育社，1981 年，頁 75-76。 

5
 大園市蔵，《現代台灣史》， 日本殖民地批判社，1933 年，頁 485。 

6
 理想主義者木村匡教務課長認為在兒玉、後藤體制下所採行的是漸進主義、現實主義、利益主
義，明顯違反現行教育體制及台灣殖民地政策的原則，後藤的教育方針主張對本島人只要施行
初等義務教育，應是無法與其相容，據聞在後藤長官回絕下，木村教務長在職未滿一年，即於
翌年三十四年二月離職。木村匡主張台灣教育統一主義台日內地，這與後者田總督所謂的「內
地延長主義」內容略同，為國民教育之基礎，主張施行義務教育，相對於當時所採取是現實主
義，木村主張的理想主義是當時一項宏觀壯舉。詳見吉野秀公，《台灣教育史》，台灣日日新報，
1927 年，頁 130。 

7
 《台灣教育會雜誌》第 28 號，明治 37 年 7 月 25 日，頁 3-4。 

8
 《產業教育八十年史》，文部省出版，1966 年 3 月 30 日，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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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的教父。 

在帝國利益考量下日本殖民台灣的實業教育係以勞動生產為主，除一般的農

業、基礎工業、商業外，於 1919 年（大正八年）4 月 1 日頒佈台灣公立實業學

校官制（勅令第 69 號）。其重要事項為隨著本島實業發展，依台灣教育令實施實

業教育，教授學生生產技能，以有利於實業發展，並認同實業教育的精神，大正

八年起，將工業學校與異名同質的工業講習所更名為工業學校，並於嘉義新設農

林學校及台中新設商業學校，又因應需求而設立師範科，培養簡易實業學校教

員，伴隨於此並設置附屬學校。9除此之外，實業教育在小、公學校制度中也有

計畫性的推展，無論小學校的手工教育，或師範學校甲、乙科的手工教育，都是

推展實業教育的一環。 

依公學校之規則，雖決定設立農業及其他實業科，但在師範學校等也要求

修習實業科。  

（中略）師範部之事如前所述，是為謀求工藝部之發展，同時擴展農業和

商業等，力圖 

打破藐視實業之陋習。（中略）在高等學工藝部，雖獎勵實業教育，但現

有之公學校設 

立補習科或類似中學之設施，在臺北有教授農業和商業，在台中教授林

業，根據當地 

需求酙酌適宜情況施行實業教育，使畢業生全都得以成為對國家直接有用

之人才。（以下省略）10 

在日本統治下的台灣，於明治三十三年五月三日頒佈臺北縣農業事務實驗場

規則（臺北縣令第 5 號），為輔助農業知識之普及，而決定舉行農事講習。11台

灣的實業教育開始制度化，也開始了殖民地台灣之職工教育。這項政策直到二次

大戰結束後國民政府仍繼續沿用，是當今職業學校體系的起源。 

兒玉、後藤時期積極開發台灣、提高生產力、重視實業教育等作為，得到了

不同的評價，對日本帝國而言，貢獻國力奉示天皇政策，是正面方向，但對台灣

而言是殘酷官僚。海老原治善所著《日本帝國主義教育政策史分析》對後藤新平

有此評論： 

                                                 
9
 吉野秀公，《台灣教育史》，台灣日日新報，1927 年，頁 891。 

10《台灣教育會雜誌》第 28 號，1904 年，頁 6-7。 
11

 《台灣教育沿革誌》，台灣教育會編，青史社復刻版，1982 年，頁 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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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倡「實業教育主義」。他沒有停滯討伐土匪、經營鴉片等消極性的事業

上，而將重點 

放在必要性的「積極重要設施」，如鐵路建設、土地丈量等事業上。因而，

採行實業教  

育主義成為必然。並且在初期武斷的政治手段之後，就像是「服用重藥後

所必須施予 

之鎮靜劑般」。12 

若將後藤新平與伊澤修二對臺灣的文化教育方針作一比較，其最大的不同點

在於，後藤的「實業主義」雖然開始重視手工教育，但是僅止於將手工教育單純

的視為產業手工、生產技巧。此「殖民利益主義」明顯地僅著重於大日本帝國之

利益，並無以藝術為出發點之考量，而伊澤以「有用學術」的論點所開展的圖畫

教育卻成為殖民地台灣美術運動之啟蒙。 

 

二、實業政策的振興 

後藤新平離開台灣之後，其在台之功績受到好評，成為統治台灣相關問題的

諮詢對象。台灣第 6 任總督安東貞美上任後，請教過後藤關於統治台灣的方法，

並希望後藤提出施政方針的建議。在「官制改正卑正見」中，後藤新平闡述了相

當重要的意見： 

對土人政策之確立，南洋關係之考究、設施的設置，以及蕃地之啟發和利

用等，需策略得當，且符合天皇陛下之意願，處理這些關係國家百年大計

的事務是總督閣下之任務。（中略）在此，至少施政方針中特別重要的產

業政策確立與教育制度確立，產業興廢，是檢視台灣統治成敗用具，應獎

勵並助長產業基礎確立，謀求產業事業發展，這是台灣總督府歷任總督施

政大方針，如今台灣產業取得如此輝煌成績，每位提及台灣的人都為讚賞

之事，此時無其他值得議論之處，全都認同總督府產業獎勵實況，務必繼

續執行現有的產業政策（以下省略）。13 

 

因此實業的推展是其重要政策。但日本對台灣的統治策略與歐美帝國主義基本上

是相同的，對於殖民地人民的統治支配，均以殖民母國利益為主要目的，所以，

日本在台灣所推行的實業政策，基本上仍以其利益為主要考量。此實業政策的推

                                                 
12

 海老原治善 ，《現代日本教育政策史》，三一書房，1965 年，頁 240。 
13

 後藤新平，《台灣民政長官時代》（12－4、大正 5 年 5 月 10 日），1916 年，第 795-80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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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係以產業技術開發及養成之實業教育為主而展開，但其政策推行的主要目的

並非以發展振興臺灣實業為主，而是一種殖產政策下的產物，旨在充分利用殖民

地的勞動力，獲取經濟資源。 

日本在明治四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頒佈台灣總督府農事實驗場規則（訓令

第 251 號），雖然先後舉辦多場農事、林業和獸醫講習，也將農事講習細分成甲、

乙兩科，但隨著公學校的普及和地方農業的發展，耕種及畜牧業方面人才的需求

隨之增加，因此決定延長在學年限等措施，以求更完善施行教育以培養人才。但

從明治四十四年所頒佈的訓令第 251 號第 9 條修課內容有修身、國語、漢語、數

學、地理、歷史、博物、理化、農學、圖畫、體操、實習……等14即可窺探端倪，

其中雖有圖畫教育課程，然亦顯露出日本對台灣的實業教育背後之最終目的，不

是培養人民的美學涵養，而在於培養生產技能的人才所需，與美術文化範疇完全

不相關。圖畫課程只限於手塗描寫、攀臨畫或簡易的素描課程，完全是配合農林、

獸醫課程所需而設立的圖畫課。 

而明治四十五年七月五日頒佈了民政部學務部附屬工業講習所規則（訓令第

153 號），及台灣總督府民政部學務部附屬工業講習所學生培養規則（告示第 100

號），清楚明定教授學生職工必要的知識和技能及修業年限（3 年），而第 3 條規

定：「本所之教學科目分為木工科和金工及電工科兩科，木工科分為木工及家具

兩科；金工及電工科分為鑄工、鍛工、鉗工、皮金工和電工等五科，學生可選其

中的一科作為專科學習，但所修專業必須符合學生之性格、體格、專長及其志願。」

15 

但實業教育的振興和發展，是與台灣森林土地開發計畫同時進行，日本想藉

由建設台灣殖民地中獲取利益，著力點已經相當清楚，所謂台灣大建設只是南進

基地的幌子，藉嘉南平原的開發以獲取土地利用價值，取得更多的米糧以作為提

供日本南進作戰的儲備糧倉，而台灣三大林場的伐木計畫以及理蕃政策，亦突顯

日本帝國奪取台灣資源的企圖。 

雖然日本人對台灣殖民地的產業開發係用總督府的殖產課進行各項調查，以

運用台灣豐富的森林資源而開設台灣木材教育課程，卻啟動了台灣唯一的專業手

工教育（木工），亦間接開啟台灣殖民地職工學校的手工教育課程，是台灣殖民

地教育最早的手工課，奠定殖民產業手工藝術發展的基礎。隨著戰後日本經濟復

甦，對於傳統手工木雕刻、建築刻花裝飾用品的大量需求，台灣五、六○年代手

                                                 
14

 後藤新平，《台灣民政長官時代》（12－4、大正 5 年 5 月 10 日），1916 年，頁 881-882。 
15

 後藤新平，《台灣民政長官時代》（12－4、大正 5 年 5 月 10 日），1916 年，頁 883-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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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因此相當興盛，大量生產外銷日本賺取外匯，可見當時手工教育已奠定深厚

的基礎。 

日治時期台灣的教育內容及品質都極為低落，與日本國內的美術教育和產業

教育之發展過程迥然不同。另外，台灣美術教育的手工教育，是融入產業振興及

實業教育的體系，手工教育學者阿部七五三吉在他的著作《手工教育論》中，對

手工教育及社會現象做了詳細的解釋： 

當時的國民，無論是政治家、實業家或是教育家，都不約而同地主張學問

獨立，工業獨立，這種呼聲一時之間相當高漲。結果，在實業界促進各種

工業之興起，教育界則不斷強調創造教育之必要。16 

文中顯示出當時日本社會對國家的整體發展寄予厚望。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台灣

教育者汪知亭針對日本人在台施行之實業教育，做了以下的批判： 

他們（日本人）雖可以輕易控制實業補習學校，唯實業學校之設立相當嚴

格，亦使其自始至終都很嚴謹。1.台灣人雖有進入實業學校學習的機會，

但並不如日本人般容易。2.日本人配合了「農業台灣、工業日本」的國家

政策，因而，台灣人進入工業學校學習之機會極其稀少。17 

 

三、殖民產業與手工教育 

後藤新平在殖民地台灣推行的產業教育，從 1900 年（明治三十三年）起至

1919 年（大正八年）轉為實業官制，共持續施行二十年時間，殖民地台灣的經

營開發，對日本政府有著相當的貢獻。但是，對台灣人的文化教育或是美術教育

的內容，其教育政策卻是相當粗糙，實在無法與日本國內之美術教育相提並論。 

日本國內至明治四○年代以後，手工教育開始萌芽，且在政府全力支持下發

展相當神速。到了大正時期以後，重視手工實刻的教育學程並和圖畫教育相輔相

成，為當時學校教育的主流。出版業者在政府的鼓勵下編纂多元化教科書形成百

家爭鳴景況，可謂非常活躍，是日本美術教育的全盛時期。步入昭和時期以後，

自由手工、藝術手工及創作手工，18更使當時日本美術教育達到頂峰之際。反觀

台灣的實業教育到 1919 年（大正八年）為止，完全掌控在日本殖民地官僚手中，

殖民教育並非文明的、合理的平等教育。此時台灣的教育是一種新愚民政策，對

於台灣美術發展沒有任何重大影響，手工教育本質僅止於殖產主義的變身。 

                                                 
16

 山形寬，《日本美術史》，黎明書房，1967 年，頁 613。 
17

 汪知亭，《台灣教育史科新編第一冊》，台灣商務印書館，1978 年，頁 75。 
18

 宮脇理，《新版˙美術教科書的基礎知識》，建帛社，平成三年三月十五日，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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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 年（大正十四年）後藤文夫總務長官在對地方首長訓示中再次強調，

為滿足國家需求，手工教育等教育科目之重要性，其中有關勤勞教育有如下指示： 

勤儉力行是做為人或國民最重要德性，自不待言。特別是日後本島的日益

開發，期使能以為國運發展所用，作為我國民，更樂見其能精勤力行。近

來，在本島（指台灣）學校教育上，已可見其漸次重視實習，在此精神層

面上，是最令人感到可喜。把握此一時機，更積極予以指導和獎勵。以期

在農業、商業、水產和手工等方面希望能再加強實習，振興重視勤勞的風

氣。19 

所述內容仍為後藤新平所留下的殖民地台灣殖產文化教育政策方向，是實務性的

僅以國家利益為考量所執行的手工教育，對於台灣人民而言，也是利弊同時存在

且令人困惑的教育政策。此種教育政策相較於日本的產業教育發展，在殖民地台

灣初期教育是無聲且成功的被接受。台灣在不平等的嚴格法律約制的教育體制

下，求學是相當困難的狀態，對於以開發殖民產業為優先考量之情況下，可想而

知遑論會有手工藝術之存在。 

初等教育的產業教育或許可視為手工教育。至明治中期為止，日本一直處在

經濟不振的時期，從日俄戰爭前後開始急速增設教學科目。1907 年起六年義務

教育施行也提供了有利條件，但是專職教師數量少，且設施、設備、材料費用等

各方面明顯匱乏，而文部省的法令搖擺不定、不符學生及學校現狀等問題，致未

能得到充份良好之效果。20人創造時代，時代改變人。日本殖民改造台灣，並引

進文化教育事業制度，藉由改變台灣獲取統治暴利，卻反而奇蹟般開創了台灣的

美術教育發展及近代台灣美術運動的前奏。三星靜於《台灣教育雜誌》第 77 期

（明治四十一年）〈關於藝術教育〉一文中強調了台灣美術教育之重要性： 

首先，應圖國力之充實，為使國力充實之第一要務，就是振興實業。（中

略）其二，以社會經濟而言，國民藝術教育之興盛，可以提升該國在自然、

趣味方面之高尚品味，則工藝製品上，相對於其他國家，也從而得以獲至

優越地位。因此，藝術教育一方面可以挽回國民道德之墮落，另一方面，

得以為給該國帶來經濟上之支援，教育主義之理想與實際薰陶之調和，此

意義上，也足以肯定藝術教育之必要性。 

應屬藝術教育範疇之學科有圖畫、手工、音樂、文學。（中略）在總督府

                                                 
19

 後藤文夫，《後藤總務長官於地方長官會議之訓示》，總督府，大正十四年四月二十七日，頁
11。 

20
 土屋忠雄、渡辺晶、木下法也，《概說近代教育史》，川島書店，1967 年 10 月 10 日，頁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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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展之手工講習會，也可謂是跨出了藝術教育發展的第一步，以此，日後

可提高我國民之興趣，防止物質生活之墮落，得以營造健全的社會生活。

（以下省略）21 

在本文中，日本在統治台灣的明治年間，對於殖民地台灣的教育意見有著較

為特殊之論點，可以下列兩點加以規制：第一點是藝術教育調和平民生活，才能

提升台灣殖民地的粗俗教育品質與社會文化之統治。第二點是藉由實業教育得以

充實國家主義，並發展殖民地之物質文明。山本鼎於其著作《自由畫運動》中關

於「手工教育和產業美術」，闡述了美術教育之藝術趣味的普及與實業教育之創

造價值兩者之間有其特殊相互關連性。 

 

四、山本鼎對台灣手工教育之影響 

山本鼎，在 1919 年（大正八年）設立農民美術練習所，1920 年（大正九年）

設立了「日本兒童自由畫協會」，宣揚自由畫運動。翌年創辦了《藝術自由教育》

雜誌，並將「日本兒童自由協會」改為「日本自由教育協會」，並在日本全國熱

烈展開，鼓勵學生至戶外寫生，一時間引起廣大的迴響，可惜未能長期持續，而

至 1925 年（大正十四年）終於宣告自由畫運動失敗，並解散協會以示負責。22岸

田劉生對於初期的自由畫運動有著如此評述：「所謂自由畫，是不干涉兒童思考，

依其感受所畫，是心靈及感性之表現」。23在日本，自由畫運動經由多數藝術家

宣揚而帶來其振興效果。在台灣美術教育的發展過程中，自由畫也曾短暫得到發

展，算是殖產文化教育中的一段插曲。 

1921 年（大正十年），台灣新聞社創刊 20 周年紀念，在台北、台中、高雄、

台南、嘉義、新竹、基隆等地展開了小、公學校及蕃童自由畫教育展覽會，24點

燃自由的烈燄，山本鼎主張自由畫教育和自由畫運動相互呼應，當時受到了日本

新聞媒體的關注，朝日新聞社主辦了世界兒童自由畫展，東京日日新聞社則對日

本兒童自由畫展覽會提供了資金的援助，同時定期舉辦自由畫展覽會及演講會

等，使自由畫運動得以成形，對美術界之權威人士、政府及教育界提出了改革教

條式刻板教科書的呼籲。 

                                                 
21

 三星靜，〈關於藝術教育〉，《台灣教育雜誌》第 77 期，明治四十一年八月二十五日，頁 2-3。 
22

 《大正時期的美術教育特論（自由畫教育運動）》，東京學藝大學村內哲二講座資料編，1987

年。 
23

 《大正時期的美術教育特論（自由畫教育運動）》，東京學藝大學村內哲二講座資料編，1987

年。 
24

 《台灣新聞社》（漢文），1921 年 4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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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自由畫運動盛行於日本國內時， 1923 年（大正十二年）10 月 31 日，為

推進日本與外國間的相互研究，故而申請由臺北州教育會於旭小學校展開台灣全

島公、小學校、中學校之自由畫教育成果展覽會。由 11 月 4 日起，會場轉至新

竹尋常高等學校，塩月桃甫針對主題進行演說及對作品進行講評，此重大成果之

展出得到大家廣泛的注意，全島公、小學校進而掀起自由畫創作的風潮。251924

年（大正十三年），山本鼎受農商務省的委託而在 4 月份探訪台灣，視察台灣的

手工藝及排灣族之雕刻。同時，應台灣教育會邀請，以美術與工藝為題，進行 5

次演講。演講盛況空前，美術產業和自由畫運動於此再現高峰。26 

第一次演講是 5 月 1 日，在臺北醫學專門學校（現臺大醫學院）禮堂舉行，

講題為「美術教育之觀點」。第二次演講是以「產業美術和手工教育」為題，對

學校教師專題演講，沒有開放給一般大眾及學生們。第三次演講是在國語附屬小

學的禮堂，以「家庭手工與圖案」為題，開放給一般婦女及高學年之女學生。第

四次和第五次演講會場則轉至總督府廳舍。第四次演講是以殖產局職員為對象，

主講有關「台灣工藝產業」。最後一次是以「台灣的產業美術」為題，採自由參

加開放式演講。27在台灣教育會悉心計劃安排下，以自由畫運動之先驅──山本

鼎為焦點的台灣報社大舉報導了演講會的盛大空前，特別是第一次的演講「美術

教育之觀點」，對從事美術教育者而言有著相當重大的意義，也是台灣美術界的

重大事件。山本鼎在台灣停留的一個月期間，對台灣的手工藝及原住民雕刻進行

了研究，並在《台灣日日新報》上陸續發表了〈展望台灣工藝產業〉的文章。其

中，將台灣的工藝分為「產業工藝」、「自用工藝」、「純工藝」等，並進行分析和

探討，內容非常精彩。並於 4 月 29 日和 30 日兩天，在總督府廳舍內舉辦展覽會，

展示阿爾卑斯式人偶、設計模型、原住民模型和利用廢棄物製成之作品等，是配

合演講主題所舉辦的展覽。山本鼎回國後，將在台灣期間調查時之見聞整理歸納

為〈排灣族的雕刻〉一文，發表於美術雜誌《畫室》上。28 

山本鼎在促進版畫藝術發展同時，並致力於農民美術的推展與普及，設立了

農民美術練習所，發表農民的手工藝品，努力啟發農民意識，獲得了重大成果。

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各種學說的自由爭論不斷地發展，藝術富國論主導日本社

會，彷彿就像是文藝復興般地展開。除繪畫、版畫、兒童美術教育之外，還有各

                                                 
25

 《台灣日日新報》，1923 年 10 月 31 日。 
26

 《台灣日日新報》，1924 年 4 月 30 日。 
27

 《台灣日日新報》，（漢文）1924 年 5 月 4 日。 
28

 山本鼎，〈排灣族的雕刻〉，《畫室》（Atelier）6 月號，192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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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參考書籍從國外湧入國內。29尤其是創作手工教育迅速發展，也開始受到當局

的重視，對台灣的美術教育的變遷有重大的影響及作用。台灣原本的手工藝即已

非常發達，傳統的雕刻藝術是台灣寶貴的文化資產，日本人統治台灣後，投入大

量的資金，計劃性地展開調查和研究，同時，在國語學校設置手工科，並且每年

不斷在全島的公、小學校之師範體系及其他學制教育中增設手工科，《台灣時報》

曾有以下報導：「至 1923年（大正十二年）初，學校數有近 800 所，含專科學校

之中學校有 23所，入學兒童人數達 24 萬人。」30台灣初等教育的發展，對兒童

美術教育有極大之助益，山本鼎所倡導的自由畫運動不僅對內地，甚至影響到台

灣兒童教育課程。雖然台灣的殖民教育體系受到許多的約制，自由畫運動無法持

續很久，但受到這股旋風之襲捲所掀起的浪潮，推動了自由風氣的誕生。 

在殖產產業、近代產業振興的工業化政策的基礎上，積極開展明治十年的內

國勸業博覽會，獎勵與「書畫」完全不同之美術工藝，至此，可知美術又有了完

全不同的政策轉變。美術已經與物質產業劃清界線，被歸類為以精神文化財產為

內容的「美術藝術」（Fine Art），這也是近代對美術的狹義定義。31 

在殖民地台灣的教育改革過程中，共舉辦過 16 次台灣美術展覽會，雖然區

分為東洋畫和西洋畫兩個部份，但試著相較於同為日本殖民地的朝鮮美術展覽

會，台灣美術展覽會只是插花型的模式，毫無新意，平凡如潛水艇默默潛航。相

較之下，朝鮮人民展現強大積極的民族反抗力量，創造出超越日本帝國所能控制

的朝鮮美術，而台灣的美術展覽會竟只是東、西洋繪畫互相觀摩，猶如陳年醬油，

初期當中或許仍有生機萬重山，然而歷經十年以後，雖將台展提升為府展的層

次，內容依舊絲毫不變，恍如醬缸裡的剩菜。參照 1932 年（昭和七年）的第 11

次朝鮮展覽會之際，其進行了規程之修訂，將第 3 部的書、四君子廢除，並添加

新的工藝品部別。四君子涵括在第 1 部別的東洋畫中，而書畫是另行尋找其他適

當的獎勵方法，雕刻因成品不多及經費問題之故而暫時中止。修訂的主要理由是

「有鑑於近來形成趨勢的民藝，或鄉土藝術愛好之發展，又為發揮朝鮮固有工藝

的精華，有此緣由而加以修訂」。32 

相對之下，殖民地台灣的手工藝術與朝鮮美術展覽會之工藝有極大差異。台

灣產業手工為學制控制下之殖產文化的低俗產物，正如以兒玉、後藤體制代表的

                                                 
29

 村內哲二，《明治中期的美術教育》，國粹保存論時代之美術教育、東京學藝大學講座資料編，
1976 年。 

30
 《台灣時報》第 39 期，1923 年 12 月。 

31
 《京都教育大學紀要 A （人文‧社會）》，京都教育大學，1989 年 9 月 30 日，頁 260。 

32《京都教育大學紀要 A （人文‧社會）》，京都教育大學，1989 年 9 月 30 日，頁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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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近代重要政治人物並沒有特別重視台灣的文化特質所導致之結果。山本鼎就

闡述如下「政客是因看見了創造性勞動起點與其附加價值所帶動的概念，故而聲

援之，但藝術家則是以珍視原始的創意和技巧，政客即使對農民美術稍有留意，

但極少會因此懷使命感進行創業改革，毋寧說是，展現出其不樂見庶民藝術產生

的表徵吧。」。33日本人在台灣推展殖民地政策，在追求個人抱負及國家利益之

下，殖民地台灣的實業教育當中的手工藝術以其具有重要意義而被保留下來，在

此重要的是兒玉、後藤究竟有何收穫？他們的利益重心何在？相對之下，對殖民

地人民而言，在異族治之下要得到平等及尊重，何其困難，如何以自身努力創造

自身文化，才是為重要的部份。誠如山本鼎所言，兒玉、後藤體制所創造出來的

殖業手工教育政策下的產物若只被當成粗俗品的話，那麼他們二位的貢獻應該當

仁不讓才是。 

 

五、小結 

本文重新省思台灣殖民地的教育史，尤其是近代殖民地歷史當中幾乎已被遺

忘的學校美術教育沿革，列舉批評殖民地台灣美術教育之意義，也對於日本統治

時期日本人長時間研究殖民地台灣美術教育之特質及其本質，加以論述。 

雖然日本對台灣的殖民統治長達半個世紀之久，但日本政府對台灣殖民地進

行開發，系統化推行殖民地教育，使其邁向近代化的發展，並確立了殖民地教育

制度的事實無可否認。初期在教育家伊澤修二的領導下，制定殖民地台灣的教育

體制，採嚴格與懷柔並濟的「混合主義」，亦即日語及漢語並存的妥協主義學制。

在台灣成功施行西式新學制、美術教育及手工教育，打開台灣近代西洋美術之門

的同時，也再度審視東洋美術的價值。 

 台灣美術教育初期的手工教育，是後藤新平利益主義下的教育政策，後藤新

平離開台灣以後的學制教育，則開始傾向於殖民地的產業開發。因為特別重視手

工產業，導致其成為「重視生活技能」的勤勞教育，手工教育在利益主義驅使下，

喪失創作意義的同時，其藝術性也隨之降低。又因重視商業利益，故而大正以後

的台灣手工教育，即使從傳統手工藝教育的觀點而言，也不可避免的陷入低迷狀

態，後來因山本鼎的訪台，使得手工藝術教育的重要性再次被審視，山本鼎強調

生活上必要價值以及技巧運用應受到肯定，手工教育不應只限發展成手工產業及

純手工教育，而需加入藝術原創等美感意志，他的觀點對台灣初等教育兒童美術

                                                 
33

 山本鼎，《自由畫教育》，ARS 出版，大正十年，頁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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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課程有其重要的影響。 


